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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格化管理政策正在逐步从城市向农村社区推广，但其是否适用于农村，一直存有

理论争议，有效的实证证据更是缺乏。 聚焦于该政策改革的基本目标“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文

章利用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两期面板数据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结果显

示，网格化管理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主要得益于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公

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提升”和“公平保障” 。 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影响效应在非平原地区、宗族网

络密集的村庄更为有效。 进一步分析发现，网格划分的密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最优的网格密度区间为 ５７５ ～ ６９０ 户；专职网格员的配备并不影响普通民众的基本公共服

务满意度，但会显著提升特殊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文章为农村地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提供

了肯定性的量化证据，厘清了改革过程中的部分争议与分歧，能为农村网格化改革凝聚共识、汇聚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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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 基本公共服务涉及最根本的民生问题，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基本

生活需求 ［ １］ ，更是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公

共服务供给质量以增强政府治理效能，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
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满意度展开研究。 其中，均等化研究涉及影

响因素评估和指标测度体系构建 ［ ２］两个维度。 一些研究认为，转移支付 ［ ３］ 、撤县设区 ［ ４］ 、城
镇化 ［ ５］和数字经济 ［ ６］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一些研究则关注更具综合性的服务满意度，
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决定因素：一是宏观层面，包含财政能力 ［ ７］ 、财
政分权制度 ［ ８］和经济发展水平 ［ ９］等；二是微观层面，涉及公众民主政治参与 ［ １０］ 、感知透明

度 ［ １１］和资源禀赋 ［ １］等。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政策被视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创新举措 ［ １２－ １３］ ，正逐步从城市向农村推广，但能否有效实现其重点目标———提升农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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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一直缺乏严谨的经验证据。 尽管网格化管理政策在学界引起热议，但早期研究仅

是阐明政策推行的背景、概念特点、功能限度及其优化路径等 ［ １４－ １５］ 。 对于网格化管理政策在

农村的适用性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争论，并提出反思与质疑 ［ １６－ １７］ 。 钱坤 ［ １７］基于城乡对比

视角的分析表明，网格化管理在农村地区实施会面临城乡空间特点、事务类型以及治理结构

等多方面的差异。 相较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更低且分散、事务数量更少且琐碎。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结构更为复杂，形成了一套基于家庭伦理、宗族传统、熟人网络

的“乡土逻辑”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和村庄治理的有效运转 ［ １８］ 。 这些差异无疑会对网格化管

理的治理效果造成潜在影响。 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基于农村网格化管理实践案例，分
析其如何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重构和基层社会协同服务机制 ［ １９］ 、多元共治及管理 ［ ２０］和社区自

治及群众参与 ［ ２１－ ２２］ 。 其中，网格化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被重点提及，已有案例研

究主要提供了一些“肯定性”的事实证据，如白秀银等 ［ ２３］的多案例比较分析、张新文等 ［ ２４］基

于浙江舟山的案例分析、唐皇凤等 ［ １２］基于湖北宜昌等地的案例分析。 然而，这些案例提炼出

的理论机制往往具有特定性，研究结论的外推有效性也受到很大限制，难以提供适应广泛社

会经济背景下的新见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雪峰等 ［ １３］在研究农村网格化管理对公共事

务参与的影响中引入了量化研究方法，但他们采用基于截面数据的计量模型，难以有效处理

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本文针对网格化管理政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目标，利用浙江大学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ＣＦＤ）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网格化

管理对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

理论上，区别于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视角，本文从信息经济学及其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构建了

“网格化管理—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理论机制。 这不仅对已有网格化

管理的理论研究形成补充，也拓展了基本公共服务研究领域的政策影响分析，从而增进了对

网格化管理政策改革影响的认识和理解。 二是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已有相关案例研究 ［ １４］ ，本
文转向量化评估，识别网格化管理政策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果影响，并提供了肯定性的经

验证据。 相较于基于湖北 ［ １２］ 、浙江 ［ ２４］等地的个案分析，本文量化评估得到的结论更具一般

性和普适性，有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参考。
三是对网格化管理的政策效应发挥进行了细致探讨。 除了探究网格化管理在不同村庄地形

和宗族网络上的异质性影响，还从网格密度大小和专职网格员配备两个重要维度深入考察其

潜在优化问题，从而为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提供依据。

二、理论分析

已有网格化管理的文献主要是从公共行政管理学视角，将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自上而下

的国家建设与治理行为，分析其对基本公共服务等的影响，提供了基于案例研究的事实或定

性的指示性证据。 为此，本文试图在阐明网格化管理政策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制度改革－
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视角，为实证研究构建起“网络化管理—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公共服务

满意度”的理论框架。
（一）网格化管理的政策缘起与本质内涵

城市网格化管理最早于 ２００４ 年由北京东城区创立，２００５ 年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

关计划，并首次在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长宁区等 １０ 个城市（区）进行政策试点。 截至 ２００８
年，住建部在全国 ５１ 个城市（区）积极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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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网格化管理，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自此网格化管理正式上升至中央政

策层面，并开始从城市社区逐步向农村下沉推广。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深化拓展

网格化服务管理，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运用到农村社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肯定了网格

化管理的推行价值，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
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 并写入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２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
进农村基层网格化治理‘多格合一’ ” 。 自此，网格化管理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建

设数字化治理体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践工具，并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基层治理。 本文

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全国约 ６５％的农村社区实施了网格化管理。 但需要指出

的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网格化管理实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独特的一面，因而有必要对其

本质内涵进行总结和提炼。
实践中，农村网格化管理的做法是将村庄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单元，

把人、地、事、物、组织等社会治理内容全部纳入其中。 自实施以来，学界不断探究网格化管理

的政策内涵，并试图从不同维度予以阐释，但未能完全打开政策“黑箱” ，明确提炼出其内在

本质特征。 通过对各地网格化管理政策的梳理和剖析，可将其本质特征概括为“三化” ：
一是精细化。 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是将所辖村庄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多个基础网格，并配

备网格员进行管理运营。 常规化的网格划分主要依据辖区内的居民户数，如浙江舟山和福建

长乐 ［ ２０，２２］ ；也有少数地区以原有的行政区划来划分网格，如云南孟连 ［ ２５］ 。 同时，各地在网格

划分层次上也有一些创新性实践。 比如，云南孟连构建了“县（市、区） 、乡（镇） 、村、组、班”
五级网格 ［ ２５］ 。 从网格员的配备来看，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调查数据显示，约 ８０％的村庄配备

了专职网格员，其余则为兼职网格员。 他们主要负责采集更新网格中特殊人群、社会保障等

方面的基础信息 ［ ２６］ ，并承担调解民众纠纷、解决群众困难①、听取民情民意、收集群众意见并

及时落实等职责②。 总之，虽然各地在网格划分和网格员配备上的做法存在一定差异，但均促

进了农村社区治理的精细化。
二是信息化。 网格化管理依托信息化技术赋能得以搭建电子网格管理服务平台。 梳理

已有的农村网格化管理案例可以发现，网格管理服务平台在信息纵向对接建设上存在明显差

异。 具体而言，一类村庄借助较为完善的信息化软硬件设施，实现了“县（市、区） －镇（街道）
－社区（村） －居民”的信息对接。 如浙江舟山 ［ １９］和陕西咸阳的案例③。 另一类村庄则因其薄

弱的信息化基础条件，仅实现了“社区（村）与居民”的信息对接。 例如，云南孟连通过构建全

县政府服务网，努力推广网上为民办事服务站和依托电脑、手机、电视等手段，以确保网格内

的农村居民能够及时获取政策宣传、为民办事服务等信息 ［ ２５］ 。 总体而言，尽管各地的信息化

条件有所差异，但都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服务于网格化管理，能够有效提升服务的信息化

水平。
三是综合化。 网格化管理的实施为职能部门间的资源整合搭建了良好平台。 唐皇凤等 ［１２］

研究指出，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市、县、乡、村“四位一体”的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 从各地

的具体实践来看，福建长乐以网格化管理的实施为契机，整合了社保、信访、治安等多个部门的

４４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６ 卷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怒江州提升基层治理精度深度温度———善治 “小网格 ”织出幸福 “大网格 ”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ｎ．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ｄｔ ／ ｚｓｄｔ ／ ２０２４０２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１７＿２９５４０８ ． 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杭口镇：“小网格”撬动乡村“大治理”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ｚｘ＿３１４ ／ ｂｍｘｚ ／ ２０２２１１ ／ 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０
＿５８３９１９２． 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杨凌示范区推进全域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侧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ｚｘ＿３１４ ／ ｂｍｘｚ ／ ２０２２１１ ／
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０＿５８３９１９２． ｈｔｍｌ。



公共服务项目，并在一体化的管理服务办公场所中开设了包含来访接待、综合受理等在内的服

务窗口，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化供给 ［２２］ 。 类似地，山西平遥也依托网格化管理整合了公

共服务、社会服务等信息资源 ［２７］ 。 总体来看，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有利于整合不同政府部门间的

治理资源，并将资源下沉至基层，从而实现管理与服务的综合化。
（二）网格化管理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作用机理

对效率与公平目标的追求，既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目标，也是影响居民满意度和幸福

感的重要因素。 仅考虑经济效率而缺乏公平保障，会导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评价与农民

满意水平脱钩 ［ ２８］ 。 因此，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探讨，离不开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和

公平的感知。 那么，网格化管理形成的“三化”社区治理体系能否有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

效率与公平，进而影响村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第一，网格化管理有助于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不同于市

场交易，政府部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属于管理交易 ［ ２９］ 。 交易成本涉及政府（供给方）和村民

（需求方）双方因信息不对称、制度摩擦等产生的非生产性成本。 基于公共服务的管理交易

特征，从组织成本、获取成本和转换成本三个维度阐释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影响。 本质上，网格

化管理是一个精细化、信息化和综合化的社区治理体系，能够从不同维度降低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与获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一是精细化带来的规模适度治理单元，能够减少公共服务供

给中的内部组织成本。 治理结构和交易属性的匹配性与交易成本的降低密切相关 ［ ２９］ 。 网格

化管理将农村社区细分为若干个网格单元，并将各个网格单元的治理职责落实到个人，以此

来优化治理结构。 这种治理结构的优化恰好能够缓解由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且分散所带来

的治理难题与挑战，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中的内部组织协调成本。 同时，
网格的纵向划分从组织体系上弥补了原有管理与服务在 “主体缺位 ”和 “管理真空 ”的不

足 ［ ３０］ ，还打通了服务村民的“最后一公里” ［ １２］ 。 二是信息化的管理与服务可以极大降低村民

获取公共服务的成本。 数字技术能够降低搜寻、交通等五个方面成本 ［ ３１］ 。 网格化管理搭建

起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智能化和高效化，由此

畅通了信息公开与问题反馈的渠道，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与村民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换 ［ ３２］ ，
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匹配性得以动态优化。 得益于此，信息搜寻与反馈、空间距离的成本均

会出现大幅度下降。 三是综合化公共服务平台减少村民的服务转换成本。 网格化管理通过

整合社保、信访、治安等多个部门的公共服务项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化供给。 农村地

区村庄治理事务少而琐碎，且具有不规则性和连带性 ［ １７］ ，从而极大增加了农村居民获取基本

公共服务的成本。 此时，具有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的村民能够获得一站式服务供给，避免了

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进行重复搜寻，大大降低了他们对接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部门引致的

转换成本。 总之，网格化管理能够有效减少公共服务供给与获取过程中的组织成本、获取成

本和转换成本，进而显著提升服务效率。
第二，网格化管理有助于降低村民公共服务中 “精英俘获”的监督成本，保障服务公平

性。 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村庄精英群体与政府、村民之间存在相互嵌套的双重“委托－代
理”关系。 一方面，村庄精英阶层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负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执

行和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村民通过选举村庄精英阶层作为代理人，委托并监督其进行村庄公

共事务治理。 对于理性的村庄精英群体而言，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是其在落实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过程中的基本决策准则。 然而，农村地区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依然

存在，宗族网络在乡村秩序和村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为精英群体俘获基本公共服务资

源创造了巨大空间。 大量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村庄精英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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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作为代理人具有信息优势，加之对基层权力的监督不足 ［ ３３］ ，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导

致精英俘获现象。 信息披露有助于公众对公共服务进行监督，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腐

败的发生率，进而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平 ［ ３４］ 。 网格化管理中的信息化治理措施促使村庄

事务信息公开透明度和传达效率的提升，保障了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相关信息的知情

权，极大地降低了农村居民对基层权力的监督成本。 因此，网格化管理有助于农村居民加强

对基层治理主体的监督，维护自身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 而且，随着信息不对称的持续缓解，
农村居民也能够快速了解村庄公共事务，并以基层治理监督主体的身份参与基本公共服务资

源分配，由此大幅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精英俘获概率，最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资

源分配的公平性。 这与何欣等 ［ ３５］ 在研究低保瞄准效率时提出的信息监督作用逻辑基本

一致。
总而言之，网格化管理的精细化、信息化和综合化社区治理体系，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获

取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提升和公平保障，从而显著提升村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图 １） 。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浙江大学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 ＣＦＤ）①的两期追踪调查数据。
该数据库采用分层抽样和三阶段比例抽样法对全国 ２９ 个省（区、市）进行调查，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本文研究共涉及该数据库的两个模块：家庭问卷和村庄问卷，需要将家庭问卷和村

庄问卷进行匹配处理。 此外，我们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居民，故剔除了城镇样本。 在排除核心

变量缺失的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 ５３００ 个有效样本数据。 本文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受访

者特征和家庭特征来自家庭问卷。 村庄问卷则提供了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施信息及村庄基

本特征。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未实施网格化管理的村庄分别有 ２２０ 个、１４５ 个，同
期分别有 １８０ 个、２５５ 个村庄实施了网格化管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外生冲击，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其对农村居民基本公

共服务满意度的因果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ｙ ｖｈ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ｖｔ ＋ β２Ｘ ｖｈｔ ＋ αｈ ＋ ｕ ｔ ＋ ε ｖｈｔ （ １）

其中， ｙ ｖｈｔ 表示 ｖ 村庄 ｈ 农户在 ｔ 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本文从基本社会保障服务满

意度和特殊群体保障服务满意度对其进行刻画，依据在于：首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

社会保障服务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普惠性高的特点，故可以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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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ｓｓｅｃ． ｚｊｕ． ｅｄｕ． ｃｎ ／ ｓｉｔｅｓ ／ ｍａｉ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地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广度” 。 其次，特殊群体保障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中的边缘化弱

势群体，尽管其目标人群少，但服务工作难度大，是社会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能
够反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深度” 。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ｖｔ 为村庄层面的虚拟变量，若村庄 ｖ 在 ｔ 年实施网

格化管理，则赋值为 １；反之，则为 ０。 Ｘ ｖｈｔ 为 ｖ 村庄 ｈ 家庭在 ｔ 年的其他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受

访者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 参照卫龙宝等 ［ ３６］和李雪峰等 ［ １３］的研究，受访者特征纳入

了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家庭特征包含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村庄特征则考虑了交通条

件、收入水平、人口规模。 αｈ 为农户固定效应，以消除农户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的影

响； μ 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一些同期宏观因素的冲击； β０、ε ｖｈｔ 分别为常数项和随机误差

项。 以上各变量的定义及统计特征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基本社会保障 “五险一金”服务满意度（由低到高） ：１ ～ ５ 分 ４ ．１６７ ０ ．９０５ １ ５

特殊群体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等服务满意度（由低到高）：１～５分 ４ ．０３２ ０ ．９７９ １ ５

网格化管理 是否实施网格化管理：１ ＝是；０ ＝否 ０ ．５４２ ０ ．４９８ ０ １

办事便利 办事的便利程度（由低到高） ：１ ～ ５ 分 ３ ．８４５ ０ ．９１２ １ ５

监督有效 预防制止腐败的有效性（由低到高） ：１ ～ ５ 分 ３ ．３００ １ ．２６１ １ ５

受访者特征

　 受访者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５６．９００ １２ ．２６２ １６ ８５

　 受访者文化程度 受访者文化程度：１ ＝未上过学；２ ＝小学；３ ＝初中；４ ＝高中；

５ ＝中专 ／职高；６ ＝大专 ／高职；７ ＝本科；８ ＝硕士；９ ＝博士

２ ．５４３ １ ．０８９ １ ８

　 受访者是否党员 受访者是否党员（预备党员） ：１ ＝是；０ ＝否 ０ ．１１２ ０ ．３１６ ０ １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人） ３ ．８７６ １ ．８５８ １ １５

　 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万元） ４ ．５４６ ５ ．８９７ － ３．５４５ ４０ ．６７８

村庄特征

　 村庄交通条件 村庄到县中心的道路数：１ ＝ ０ 条；２ ＝ １ 条；３ ＝ ２ 条；４ ＝ ３ ～ ５

条；５ ＝ ５ 条以上

２ ．７０２ ０ ．８１０ １ ５

　 村庄收入水平 村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万元 ／年） ０ ．８６５ ０ ．６４６ ０ ．０６６ ５ ．０００

　 村庄人口规模 村庄总农户数（百户） ５ ．１６７ ３ ．５８５ ０ ．３２０ １９ ．５４０

（三）初步统计证据

表 ２ 给出了是否实施网格化管理村庄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上的组间差异分析结

果。 平均而言，已实施网格化管理村庄的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实施网格化管理的

村庄。 从细分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来看，相较于未实施网格化管理村庄，实施网格化管理村

庄的村民对基本社会保障、特殊群体保障的满意度分别高出 ０ ．０６６、０ ．０９２ 个单位，且均在 １％
置信水平上显著。 可见，初步的统计证据表明：相较于未实施网格化管理的村庄，已实施网格

化管理的村庄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更高。
表 ２　 是否实施网格化管理村庄的村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组间差异

变量
实施网格化管理 未实施网格化管理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组间差异

（ Ｔ 检验）

基本社会保障 ４ ．１９７ ２８７０ ４．１３１ ２４３０ ０ ．０６６∗∗∗

特殊群体保障 ４ ．０７４ ２８７０ ３．９８３ ２４３０ ０ ．０９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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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网格化管理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基准结果。 第 １、２ 列分别为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基本社会保障和特殊群体保障满意度的影响，仅控制了农户和年份固定效

应。 为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第 ３、４ 列进一步纳入随时间变化的受访者特征、家庭

特征和村庄特征变量。 可以发现，即使在纳入这些不同维度的控制变量后，模型估计系数的

大小和显著性波动也较小。 由控制最严格的第 ３、４ 列估计结果来分析网格化管理的政策效

应可知，网格化管理的实施对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 ０ ． ０９２，且显著性水平为

５％。 这表明，网格化管理将村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提升了 ０ ． ０９２ 个单位，相当于 ０ ． １０２
个标准差（ ０ ．０９２ ／ ０ ．９０５） 。 对于特殊群体保障满意度，其影响系数为 ０ ．１２０，置信水平为 １％，
相当于 ０ ．１２３ 个标准差（ ０ ．１２０ ／ ０ ．９７９） 。 可见，在实施网格化管理后，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

在深度上，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都得到有效提升。 不过，相较而言，网格化管理对特殊群体保

障满意度的提升幅度及显著性均更高，体现了网格化管理更能显著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的

“深度” 。 这一发现与基于浙江舟山的案例研究结论 ［ ２４］相呼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杜

姣 ［ １６］和钱坤 ［ １７］关于农村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
表 ３　 网格化管理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公共服务满意度

（ １）

基本社会保障

（ ２）

特殊群体保障

（ ３）

基本社会保障

（ ４）

特殊群体保障

网格化管理 ０ ．０８５∗∗（ ０．０４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２） ０ ．１２０∗∗∗（ ０．０４２）

受访者年龄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受访者文化程度 － ０．０３８（ ０ ．０３０） － ０．０１３（ ０ ．０３５）

受访者是否党员 － ０．０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９）

家庭规模 －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家庭收入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村庄交通条件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村庄收入水平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３） － ０．０２０（ ０ ．０２７）

村庄人口规模 －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３００ ５３００ ４８５２ ４８５２

Ｒ２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①。 第一，使用“二元”虚拟

变量替换“五分”赋值法，以缓解受访者偏向于选择“一般”选项而可能造成的测量误差。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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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纳入 “各省份实

施精准扶贫政策的时长” ，以剥离精准扶贫这一同期政策对基准结果的干扰。 第四，为了尽

可能排除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遗漏变量的干扰，通过在样本村庄中随机分配网格化管理政

策，对基准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 上述结果均支持基准模型的结论。
（三）作用机制检验

表 ４ 展示了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第 １ 列估计结果显示，网格化管理的估计系数为

０ ． ０８７ ，且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可见，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的办事便利性，促
进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 第 ２ 列报告了网格化管理对监督有效性的影

响，系数值为 ０ ． １７６ ，且在 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网格化管理能够显著强化村民

的监督有效性，从而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精英俘获的发生概率。 综上可知，网
格化管理构建的“三化”治理体系，显著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村民的办

事效率，而且通过信息公开透明和监督强化，促进了服务公平，最终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公

共服务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的观点相一致，即网格化管理能够提

高办事效率，增强群众参与治理的便利性 ［ ３２］ ，使农村居民能够通过行使监督权利实现对

基层治理主体的制约，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关信息的知情权与资源分配决策的发言权，进
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表 ４　 网格化管理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机制检验

（ １）

办事便利

（ ２）

监督有效

网格化管理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９） ０ ．１７６∗∗（ ０．０７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８３ ４３５７

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２

　 　 注：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下表同。 由于仅 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关于办事便利性的相关问题，第 １ 列基于

截面数据进行估计。

（四）异质性分析

１ ．地形异质性

数字信息技术能够突破空间和地理上的局限 ［ ３７］ ，依此逻辑，具有信息化特征的网格化管

理可以克服地形造成的治理难题，以至于对非平原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更明

显。 表 ５ 汇报了网格化管理对平原地区和非平原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的影响效应在非平原地区村庄更明显，而对平原地区的影响为正向不

显著。 造成这种异质性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在非平原地区，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更能有效地缓

解了因居民人口地理空间分散而造成的公共服务供给困难。 这与刘能等 ［ ３８］在研究浙江德清

数字乡村治理成效的结论相一致，尤其是印证了网格化管理的服务效率提升机制，即网格化

管理中由信息化赋能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 在非平原地区，由错综复杂地形引发的

高昂社区治理成本严重阻碍了当地的公共服务供给。 网格化管理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更
加契合其复杂多样的治理环境，由此更有效地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大幅提升村民

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９４１

第 １ 期 胡新艳 　 张豫西 　 许金海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农村网格化管理“一网就灵” ？



表 ５　 地形异质性分析

变量

平原村庄 非平原村庄

（ １）

基本社会保障

（ ２）

特殊群体保障

（ ３）

基本社会保障

（ ４）

特殊群体保障

网格化管理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９∗∗（ ０ ．０４８） ０ ．１４５∗∗（ ０ ．０５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２９３６ ２９３６

Ｒ２ ０．０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２ ．宗族异质性

已有国内外众多研究指出，由于信息不完善，公共资源配置中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

象 ［ ３５，３９］ 。 实施网格化管理政策能否降低公共服务中的精英俘获的发生概率，能否更有效提

升村民满意度？ 一直以来，传统宗族势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参考何欣

等 ［ ３５］的研究，将“村庄是否存在大姓”作为宗族势力的代理变量，分组估计网格化管理对村

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６ 的回归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升了有宗族网络

村庄的特殊群体保障满意度，而对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这一结果恰好强化了

网格化管理的服务公平保障机制。 一方面，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精细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能够

提升弱势群体获取服务信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格化管理政策的信息化工具有效提高了

村庄信息公开透明度，强化了信息监督功能，从而遏制了村庄精英通过宗族关系和网络侵占

弱势群体的公共资源。
表 ６　 宗族网络异质性分析

变量

村庄有大姓 村庄无大姓

（ １）

基本社会保障

（ ２）

特殊群体保障

（ ３）

基本社会保障

（ ４）

特殊群体保障

网格化管理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５）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１４ ３７１４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Ｒ２ ０．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０

　 　 注：村庄有大姓是指村庄拥有同一姓氏的人口比例超过 ２０％。

五、进一步讨论：政策执行细节的影响效应

尽管基准结果证实了网格化管理在提升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中的积极作用，但政策学习

和基层执行之间往往会有诸多因素产生干扰 ［ ２６］ 。 从 ２０１７ 年的《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规

范》以及各地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网格化管理的实施内容均包括网格划分、网格管理员、信
息系统等基本构成要素。 但从前文所述的网格化管理具体实践中可以发现，网格划分的层

次、网格员的专职化程度以及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对接建设等执行细节均会因各地政

策执行标准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进而可能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差异化影

响。 依此逻辑，基于使用数据的可得性，我们进一步讨论了网格划分规模和网格员配备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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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格化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否会对其影响效应的发挥产生潜在影响。 这一问题的回答

对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１ ．网格密度的划分

科学合理地划分网格单元是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关键步骤 ［ ３２］ 。 ２０１７ 年《城乡社区网格化

管理服务规范》中建议，“城乡社区原则上宜按照常住 ３００ ～ ５００ 户或 １０００ 人左右为单位划

分”的标准。 本文通过计算每个网格范围内的平均百户数，引入网格密度及其平方项，对网

格空间大小的适宜性进行探索性分析。 表 ７ 的回归结果表明，网格密度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呈倒 Ｕ 型，即随着网格密度的提高，村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呈先增后减的变

化趋势。 根据基本社会保障（第 １ 列） 、特殊群体保障（第 ２ 列）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分别计算

出它们的拐点值为 ５７５、６９０①。 这意味着，最适宜的网格密度区间为 ５７５ ～ ６９０ 户，大于 ２０１７
年国家政策的指导区间。 因此，现行网格划分的规模应当适度扩大，以此减少网格化管理的

实施成本，并防止网格过密化导致的网格员设置冗余、职责不清等问题。
基于前文关于网格化管理的地形异质性发现，我们进一步感兴趣的是，网格密度划分在

平原和非平原村庄是否也存在 “倒 Ｕ 型”关系。 估计结果见表 ７。 第 ３—６ 列的估计系数表

明，仅平原地区的村庄网格密度与特殊群体保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拐点值为

６２０②。 这意味着，从整体上看，网格密度划分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倒 Ｕ 型”关系主要来

源于平原地区。 这一发现也为前文的地形异质性分析中平原地区的“网格化管理”系数（一
次项）不显著提供了合理解释。 实际上，网格密度划分与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未

出现在非平原地区，是符合现实观察的。 一般而言，受地形分割的影响，非平原地区地广人

稀，网格密度整体偏小，基本很难出现过密化问题。 从数据上看，非平原地区村庄的网格密度

均值为 １７７ 户，更多位于全样本网格密度划分拐点的左侧，且网格密度的方差为１ ．６９０，明显

低于平原地区的 ２ ．０４３。 因此，未能观测到非平原地区的网格密度拐点。
表 ７　 网格密度划分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平原村庄 非平原村庄

（ １）

基本社会保障

（ ２）

特殊群体保障

（ ３）

基本社会保障

（ ４）

特殊群体保障

（ ５）

基本社会保障

（ ６）

特殊群体保障

网格密度 ０．０４６∗∗（０．０２１） ０．０６９∗∗∗（０．０１８） ０．０３３（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０．０３１） ０．０６８∗（０．０３８） ０．０６０（０．０４３）

网格密度平方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４７６８ ４７６８ １８７６ １８７６ ２８９２ ２８９２

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２

　 　 注：控制变量删除了村庄规模，其余与基准模型相同。

２ ．专职网格员的作用

已有研究指出，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应设置专职网格员 ［ １３，２１］ 。 因此，我们引入网格化管

理与是否配备专职网格员的交互项，来检验专职网格员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中的潜在

作用。 表 ８ 显示，仅有列 ２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专职网格员的配备主要强化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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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本社会保障：０ ．０４６× １００ ／ （ ２× ０．００４） ＝ ５７５；特殊社会保障：０ ．０６９× １００ ／ （ ２× ０．００５） ＝ ６９０。
平原地区：０ ．０６２× １００ ／ （ ２× ０．００５） ＝ ６２０。



化管理对特殊群体保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从这一结果来看，网格化管理的信息技术赋能基

本可以满足广大普通村民的社会保障服务需求。 不同的是，能力处于劣势的特殊群体仍需依

赖专职网格员提供的精细化服务，这体现于网格化管理实施的日常工作中。 一些典型社区案

例显示，网格员通过定期走访特殊群体居民，了解其生活状况和日常所需①②，并认真倾听低

保户们的诉求，积极宣传相关救助政策③，可以提升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表 ８　 专职网格员配备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 １）

基本社会保障

（ ２）

特殊群体保障

网格化管理×是否配备专职网格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８∗∗∗（ 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４８５２ ４８５２

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８

六、结论与启示

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本质要求和基

本宗旨，也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逐步从城市向农村推广，
但网格化管理能否担起政策改革重点目标———优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一直缺乏经验证

据。 基于此，本文从主观福祉评价的满意度切入，构建了 “网格化管理—效率提升与公平保

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理论机制，基于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的两期

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网格化管理对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理。 主要结论如下：
（ １）实施农村网格化管理政策，不仅能提升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而且能提升特

殊群体保障服务的满意度。 这表明，在实施网格化管理后，村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无论是在

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能得到有效提升。 不过，相对于基本社会保障而言，特殊群体保障

满意度评价提升幅度更大，也更显著，所以网格化管理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在“深度”拓
展上更有效。 机制分析表明，该效应主要得益于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提

升”和“公平保障” 。
（ ２）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对于基本社会保障还是特殊群体保障的满意度，网格化管

理在非平原地区的提升效应均比平原地区更为显著；对于有大姓宗族网络的社区而言，能够

显著提升特殊群体保障的满意度，但对于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相对有限。 这表明网格

化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精英俘获问题。
（ ３）进一步研究发现，网格划分密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呈 “倒 Ｕ”型关系， “倒

Ｕ”型曲线的拐点值为 ５７５ 和 ６９０ 户，且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更大的平原地区。 从这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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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网格员，特殊群体的守护者》 ，ｈｔｔｐ： ／ ／ ｄｑ． ｗｅｎｍｉｎｇ． ｃｎ ／ ｊｗｍｓｘｆ ／ ２０２４１２ ／ ｔ２０２４１２３０＿８７８１３８０． ｈｔｍ。
资料来源：《双童村网格员开展特殊群体走访活动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ｉｏｎｇｌａｉ． ｇｏｖ． ｃｎ ／ ｑｌｓｇｚｘｘｗ ／ ｃ１５０９２５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ｄ６ｄ０ｅ４ｃｂ７ｃ５４ｄｃ１９ｃ０８ｄｃｃｃｃ１ｄａ２８ｆａ． ｓｈｔｍｌ。
资料 来 源： 《 枣 林 东 社 区 精 准 服 务 特 殊 群 体 》 ， ｈｔｔｐｓ： ／ ／ ｚｗｆｗ． ｇａｎ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ｎｎｉｎｇ ／ ｚｗｚｘ ／ ｚｘｆｂ ／ ａｒｔ ／ ２０２５ ／ ａｒｔ ＿

５１２５５３５７ａ８１ｆ４７１８ａ８３０７ａ６７ｆ８０ｂｆｃ２８ ． ｈｔｍｌ。



看，网格划分并非越细或越大越好，存在适宜区间。 此外，配备专职网格员能够提升特殊群体

公共服务满意度。
上述研究结论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肯定了实施网格化管理在农村社区基本公共

服务方面的影响价值，传递了支持在农村地区推广网格化管理改革的积极信号，有利于厘清

改革过程中的部分争议与分歧，为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推广实施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二

是为了最大化释放农村网格化管理改革的政策红利，应优先在非平原地区、宗族网络势力强

的地区推广实施，消解因地理劣势、精英俘获造成的治理难题。 三是建议分区域、分群体合理

划分网格密度和配备专职网格员。 非平原地区可优先推广“网格员＋数字终端”模式，通过专

职网格员的配备和技术赋能，最大化提升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针对平原地区，
可适当放宽国家政策制定的网格空间划分标准至 ５７５ ～ ６９０ 户，防止网格过密化导致的网格

员设置冗余、职责不清等问题，从而在降低实施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网格化管理的治理

效能。 而对于特殊群体数量较多的村庄，应尽可能配备专职网格员，以充分提升特殊群体的

社会服务满意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格化管理在农村实施推广的时间较短，且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

文仅获得两期跟踪调查数据，评估的仅仅是短期政策影响。 后续有待收集更长时间段的数

据，并关注政策改革的长期影响。 此外，网格化管理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其是否对农村民主参与、党建创新、居民公共福利等方面产生影响，都是

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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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 ｅｑｕｉｔ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ｎｏｎ⁃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ｎｓｅ ｃｌ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ｉ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ｒｉ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５７５ ｔｏ ６９０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ｇｒ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ｏ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Ｅｌｉｔ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Ｇｒｉ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５５１

第 １ 期 胡新艳 　 张豫西 　 许金海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农村网格化管理“一网就灵” ？


